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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禹都阳城的地望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焦点。不过学者对于阳城地望的论定，大都离不开豫西、晋南这两个地区。我在日前发表的《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及《论禹治洪水真相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二文，对此问题独不取现行诸家的说法，而宁愿采取《世本》宋衷的注，认禹都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之南。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说法，主要是出于不赞成现在一些人将夏后氏的始居地定在豫西晋南的考虑。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虽然大体上符合禹居于东方这个总的设想，但所谓“大梁之南”的具体位置，却似离夏后氏居住的河济之间的地区稍远了一点。近日翻检文献，发现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在上古早已有了阳城的称呼，因复计禹都阳城应该就是古代的濮阳。考虑到近年来濮阳周围连续发现龙山时代的古城、特别是最近与豫、冀二省交界的鲁西北的阳谷、茌平等处发现的一连串龙山晚期的古城址群，更使我们感到将禹都阳城定在濮阳不仅是符合实际的，面且能够给人们认识这些不断出现的古城以新的启迪。为了纠正旧说，也为了增加新的认识，我愿将现在的想法提出来，以就正于各位从事夏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中有些前文论述过的问题，这里尽量从略。

一、由古代洪水论及禹都阳城的所在

我国古代以阳城命名的地方实在是多矣，除了人们常常提到的颍川阳城、泽州阳城、大梁以南的阳城之外，仅笔者所知，就还有今河南商水以东的楚之阳城、今河南方城以东的秦所置之阳城、《战国策·燕策二》提到的燕国南部的阳城及《齐策四》提到的卫之阳城，此外，《水经·河水注》提到今山东茌平附近有杨虚故城，俗亦谓之阳城。
要在如此众多的阳城里面断定哪一个是禹所都的阳城，自然还要考虑到它们与夏后氏，特别是与禹的活动是否相关或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在这方面，我想，鲧、禹对于洪水的治理无疑应是一项重要的考察内容。因为无论是鲧还是禹，他们的治水都必定是为了保护本部族的人们不受洪水的浸袭。换言之，鲧、禹部族居住的地域必当在易于遭受洪水浸袭的范围之内。那些远在洪水发生地域之外的地区，自不应是我们考虑的“禹都”或禹所居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今天许多人们提到的处在豫西、晋南的颍川阳城、泽州阳城，以及一些人认为是禹都的汾浍地区的“唐城”，都不必是禹所都的阳城，因为无论是豫西或者是晋南，都与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不相干连。颍川阳城处在嵩山之下，乃一片丘陵地区，颍水方从山中发源流经那一带地方，怎么说也不会造成对人类构成极大威胁的洪水。泽州阳城地处晋东南山区之中，想亦与洪涝灾害不发生干连。至于被称作唐城的今山西翼城地区，虽处在汾浍两条河流之间，但那里的地势实际也是丘陵起伏的地带，并且从总的来说属于黄土高原范畴，要说在这周围造成一片汗漫无际的洪水景象，确也有点儿离谱。总之，要说禹所居之阳城在上述这几个地方，都势必与禹治洪水的故实发生冲突。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与洪水毫不相干的氏族部落的首领会被众人推举出来担任治水的领袖。即令我们设想禹是一位为全民着想的大公无私的人物，因而会不仅以本部落的利益为念而心存广大遭受洪涝灾害的黎民们的安危，我们也无法解释禹（以及他的父亲鲧）由何而来的治水的经验，以及众人凭什么要推举他担任治水的指挥这样一类问题。
实际上，古代洪水最易发生的地区只有一个，那就是古河济之间的兖州。我们曾经论证过古代洪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理由，一是这里的地势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广平低洼而又河流纵横，且降水量又多于西部黄土高原，最易受到水潦的浸袭；二是这里的人烟稠密，文物繁盛，传说时代著名的氏族几乎都集中在这里及其邻近的豫、徐二州（徐旭生语），以此之故，洪水才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三是古代文献上也确实记载着洪水在这一带发生，不但是战国秦汉以后的河患屡屡发生在这一带（如《史记·河渠书》《平准书》所述），并且就是尧舜禹时期的洪水，也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发生在这一地区。其中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尚书·禹贡》于古兖州条下的两处文字，一处记载着“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明是讲洪水平治以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得以继续养蚕，人们亦从避水的高丘回到平地上来居住，此非禹平治洪水以后的情形而何？另一处言“作十有三载”更与传说中“禹湮洪水十三年”之事相应。以上两条证据，是由已故徐旭生先生揭发出来的，我们认为很有见地。除此之外我们又在其它古文献中检得禹治洪水发生在古河济之间的证据。其一为《吕氏春秋·爱类篇》:“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此言古代洪水发生在河出孟门以下的平原广野。孟门所在，《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对魏文侯之语云:“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障釜，前带河，后被山。”知孟门必在纣都朝歌以东。朝歌为今河南淇县，淇县以东，正大河流经之地。再往东，即古濮阳地区。适与上言洪水发生在河济之间的说法相应。过去学者或以《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齐伐晋所经之孟门当此孟门，但从文献看来，这两个孟门显然不是一事。元吴师道《补注》引《史记索隐》的说法便曾指出，此孟门“在朝歌东北”。查《史记·吴起列传》“殷纣之国”下《索隐》引刘氏曰:“纣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索隐》及吴师道对《魏策》的补注是完全正确的。我怀疑朝歌以东的孟门实际就是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大伾。孟、伾二字皆发唇音，古音相近。大伾在今淇县以东之河南浚县城东，其处黎阳东山上有宋人镌刻的“大伾伟观”四字，至今尚存。河出大伾即是平原广野，与《吕氏春秋·爱类》所述孟门地势及地望全然相同。
还有一条关于古四渎的记载也可印证禹治洪水在河济之间的说法。按《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此四渎中的“河”，当指古本《竹书纪年》提到的启所征的“西河”，乃黄河自今滑县北流一段；济水在北者，应指济水下游北过今济南以下的一段；东为江的“江”，乃古沂水，在今山东省境内。这四渎流经的地域，全在古代的“山东”（太行山以东），《史记·封禅书》“四渎咸在山东”可证。故武帝时河决于观（即古斟观，在濮阳以东），《史记·平准书》称“山东被水灾”；河决瓠子（在濮阳以北），《平准书》亦言“是时山东被水灾”。这就说明了尧舜时期洪水发生的地域与秦汉以后黄河泛滥所淹没的地区是一致的。
洪水发生的地域既明，我们再来考察禹都阳城的问题，便自然地要把古代濮阳确定为禹所都的阳城了。濮阳所在，不仅当古河济之间的中心，而且恰是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据说昔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那处在河水上方的共工氏族（在今河南辉县）便曾振滔洪水，要为害居住在下游濮阳的帝颛顼，故颛顼怒而诛之。而今鲧禹居住在这屡次成为洪水冲击目标的地方，也势必要为本部族的生存肩负起与洪水作斗争的重担。当然，在濮阳东北面的杨墟故城也有阳城的称呼，其地亦在河济范围之内，故而也有可能是禹所都的阳城，但它处在河济地区的东北边缘上，且无濮阳那样文物繁庶和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相比较之下，我们认为，还是濮阳为禹都阳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二、阳城的得名及其与崇山的关系

古濮阳在今濮阳市以南约20公里处，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卫国的都城。濮阳之称作阳城，史有明证。《战国策·齐策四》记苏秦劝齐闵王伐宋之说辞云:“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此阳城，《史记·田齐世家》作“阳地”，《集解》云:“阳地，濮阳之地。”结合《国策》称“卫之阳城”一语，是阳城指战国卫都濮阳已是十分明确的了。
作为卫都的濮阳在古黄河的东面，汉武帝时期，河缺瓠子，由黄河分出的瓠子河即由其北面流过。这自是战国以后的情形。在此之前，则有古濮水自西向东地由其南面流过。濮阳之称，乃因其地处濮水之阳，故濮阳又或迳称作阳城（或阳地）。
前已言及濮阳地处河济之间的中心，适当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故其作为禹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它作为禹都的更直接的原因，却是这里与夏后氏的祖居地崇山密迩相近的缘故。按夏后氏始称有崇氏，因其治水有功，“皇天”嘉奖它，才改称为夏后氏。故禹的父亲鲧称为“崇伯鲧”（《国语·周语下》），也一度被称为“崇禹”（《逸周书·世俘》）。有崇氏的称呼，又来源于古崇山，《国语·周语上》“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可证。因而历来探讨阳城地望的人，都往往从考察崇山的位置入手。不过各地崇山的地名亦非一处，这就需要将崇山与阳城二者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昔日三国韦昭给《国语·周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所作的注说道:“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便是采用的这种做法。虽然他所考证的阳城与崇山的地望都与实际不符（见下文）但他使用的这种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如此，今日许多学者才对韦昭所指出的崇山、阳城的地望深信不疑。
韦昭所说的崇高山即今河南登封以北的嵩山。他认为嵩山即夏后氏族兴起的崇山，因为崇、嵩二字古通，嵩为崇之或体，并且更重要的是嵩山脚下有一座古代的阳城（即颖川阳城），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嵩山下面这片地方当作了夏后氏的发祥地。但是他忘记了河南的这座嵩山（崇高山）只是汉代才起的名字，在先秦时代，它只叫做太室山或外方山，而记载夏后氏族兴起于崇山的文献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国语》，所以《国语》所记的崇山绝不会是今河南西部的嵩山，与嵩山相近的颍川阳城也必不会是禹所都的阳城。
至于今天一些人提到的今山西襄汾县附近的崇山（塔儿山），它的得名实在是更晚，我们只是在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才看到它的名称，所以就更难当虞夏之际的古崇山了。有人将它附近的唐叔虞的故地称作唐城，又进一步改称之为阳城（以唐、阳古字通），亦不过出于当今学者的一种推想，并无文献的依据。
那么，古崇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司马相如《大人赋》说道:“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这里提到的作为尧之葬地的崇山，显然便是夏后氏所兴起的崇山，因为尧与夏后氏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此崇山的得名很早，《墨子·节葬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蛩、崇音同通用，这里的蛩山即崇山，应是很清楚的。此崇山，又或名曰狄山（崇、狄亦音近）《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水经·瓠子水注》:“《山海经》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凡此。皆证明崇山的得名应早在先秦时代。它的具体地望，据郦道元的《水经注》，乃在古瓠子河流经的汉济阴郡成阳县西北，当今山东鄄城县东南附近，正处在我们推论的夏后氏居住的河济之间的范围之内。在它附近，还有与舜相关的历山、陶墟、雷泽等遗迹，我想，这些记载，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作为旁证，上引《山海经·海外南经》在谈到尧葬狄山之事的后面，又紧接着叙述了“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等有关祝融的传说，这也间接印证了《国语·周语下》所谓“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的说法。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竟有人把上述文献中提到的作为尧之葬地的崇山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山西翼城附近俗称作塔儿山的崇山混为一谈，对此，我们实在不知该怎样评论为好。姑不论《水经注》中已明确指出此崇山的地理位置在豫鲁之交的古河济地区，即以祝融传说所分布的地区来说，大家也知道，那是与晋南毫不相干的。
崇山的地望既明，禹都阳城的位置亦好论定了。毫无疑问，这个阳城就是古河济之间的中心，并与崇山相去不远的古都濮阳。崇山所在的今山东省鄄城县东距古濮阳不过50公里左右。它们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即都处在豫鲁冀交界的华北大平原的中部，并皆坐落在自西向东流过的古濮水之阳。这样，作为禹都的阳城就与夏后氏兴起的发祥地崇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我们认为，这样的论定是完全合理的。

三、由颛顼之虚到禹之所都

濮阳又名帝丘，这个“帝”指的是帝颛顼，传说颛顼曾居于此地，因而人们又把它称作颛顼之虚。
既名颛顼之虚，又为禹之所都，这二者之间岂不冲突？我们说，这二者非但不发生冲突，而且正是因为濮阳作过颛顼的居住地，才更有理由被确定为夏禹的都城。
这原因不是别的，乃缘于夏后氏是颛顼的后人。《墨子·尚贤中》即言:“伯鲧，帝之元子也。”鲧为禹之父亲，这是没有疑义的。伯鲧之称，乃崇伯鲧之省，亦很切合夏后氏祖上的身份。《墨子》以后的文献，诸如《国语》《世本》、古本《竹书纪年》、大戴和小戴的《礼记》，还有《史记》、《汉书》等并言大禹的父亲鲧是颛顼的后人，或言“颛顼产鲧，鲧产文命（禹）”，或言“颛顼五世而生鲧”，或言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总之，鲧、禹及夏后氏族是颛顼氏的后裔可以说是众口一辞，相信是靠得住的史实。既然如此，作为颛顼后人的夏后氏居住在其祖上的故居地，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或者要问，文献又称有虞氏是颛顼的直系后裔，而有虞氏与夏后氏并不属于同一个姓族，这与夏后氏为颛顼后裔的说法又怎么协调起来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有虞氏为颛项后裔的说法不误，西周初期，周王室封舜的后代胡公为陈国的诸侯，《左传》昭公八年便公然说道:“陈，颛顼之族也。”春秋末期，陈国贵族的一支在齐国逐渐取得政权，《左传》的作者预言陈氏在齐国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其原因便是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那儿，并且继颛顼之后的有虞氏的历代首领幕、瞽叟、舜都有很好的德行的缘故。那么，有虞氏与夏后氏同为颛顼后裔的说法又怎么统一起来呢？原来，古代称某为某之后，也包括母系的血统有虞氏与夏后氏虽同为颛顼之后，但有父系和母系血统的区别。我们看夏后氏日后又与有虞氏结为婚姻（《左传》记夏少康娶虞思之二女为妻），古代同姓不婚，如有虞氏的父系出自颛顼的话，那么夏后氏与颛项的关系当就属于母系血统。古代重母系，这并不妨碍夏后氏与颛顼的亲密关系。况且，我们从夏后氏与有虞氏具有婚姻关系这一角度考察，夏后氏亦应居住在河济之间，因为有虞氏（包括虞舜）的世居地正在今豫鲁界的虞城县。文献称舜为“东夷之人”，说他“生于冯诸，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孟子离下》），又说他“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这些，都是东方的地名，在先秦及西汉早期的文献中都是有案可查的。后人将它们一一搬到晋南河东地域，是不足为凭的。这一点，在许多学者那儿都有明确论述，兹不多言。
历史上，濮阳又有“昆吾之虚”的称呼（《左传·哀公七年》）。既言“颛顼之虚”，何又出了个“昆吾之虚”呢？“昆吾之虚”与夏禹所都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也值得认真探索番。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提到颛顼氏的另一支著名的后裔祝融氏。祝融为颛顼之后，这在《左传》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后来楚人认祝融为自己的祖先，同时又称自己是“帝高阳（颛顼）之苗裔”。这祝融氏族后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据说共繁衍出了八支族姓，号称“祝融八姓”。其为首者为己姓，大概是祝融直系，而己姓中最著名的一支氏族便是昆吾。春秋时楚人称昆吾为“皇祖伯父”，即承认昆吾是颛顼—祝融系统中的老大。由此关系看来，这位老大一度继承其祖颛顼的基业而居于旧颛项之虚，也是说得过去的。
除昆吾外，祝融八姓中的其它姓氏的人们也大多围绕着濮阳地区而居于今豫、鲁、苏北一带。对此，徐先生亦有考证，我们也不必多言，但指出他考证的地方有些过于笼统。就是对于有些分布较远的氏族，应该指出它们是以后才迁到这些地方去的。如芈姓的夔、越，明是楚国南迁后（楚最早居于今河南楚丘一带）再从楚国分离出去的；妘姓的郐国和邬国也是在祝融以后若干代才迁到今河南密县和偃师境内的。《国语·郑语》韦昭注于此说得很清楚，他说:“陆终第四子曰求言，为妘姓，封于郐。郐，今新郑也。邬、路、偪阳，其后别封也。”这里谈到的郐，居地不在今河南密县，而在它东边的新郑，并且指出邬、路、偪阳是陆终四子求言以后的“别封”。陆终据说是祝融的孙子，可见今偃师境内的邬聚是祝融后裔辗转迁徙而后到达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夏后氏与祝融氏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前面我们已提到《国语·周语》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这句话，表明祝融与夏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但这句话终嫌过于隐约，到底夏后氏与祝融氏的关系特殊在什么地方，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现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夏后氏的姒姓实属于祝融八姓中的一姓，不知能得到学界同仁的首肯否。我们注意到《国语》提到的祝融后裔的八支族姓中，有一支叫斟姓。史伯说它“无后”，其实，它就是夏后氏的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的姓。斟灌者，斟姓之灌；斟寻者，斟姓之寻也。故斟灌、斟寻或单称灌氏（戈氏）与寻氏。然而夏后氏为姒姓，其同姓怎么又改属斟姓了呢？查《世本》中又有祝融氏六姓之说，其一为斯姓，斯姓显然就是斟姓。《荀子·解蔽》中有“桀蔽于末喜、斯观”，杨注引韩侍郎云:“斯或当为斟。斟观，夏同盟国。”斯与姒古音相近，二字皆发齿音，斯在支部，姒为之部，此二部字可以合韵，故姒姓可写作斯姓，因而祝融八姓之一的斟姓实际也就是姒姓。这样解释，似乎有些单凭推理的成分，但非如此，不能解决二斟与夏同姓的问题，也不好解释祝融氏降于崇山而兴起夏的说法。
如此说来，濮阳作为昆吾之虚与作为夏都亦不相矛盾了。盖昆吾氏作为祝融之嫡系后裔始居于此，不久以后，他又迁到了旧许。《左传·昭公十二年:“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旧许”即今河南许昌，故夏后氏复又得以住在昆吾居住过的濮阳。而昆吾氏与夏后氏得以先后居于颛顼故地，正因了他们都是颛顼后裔的缘故。我曾经说过，古代河济之间是我国文明发祥的一个中心地区，由濮阳先后被作为颛顼故居，到昆吾故居，再到夏禹的王都，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地区文明兴盛的证据。这是我们发掘古史时不应忘记的基本史实。
以后，文献又曾谈到夏后相居于帝丘濮阳（《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在他之前的夏后启的居邑，文献无说，但言其“征西河”（《北堂书钞》引《竹书纪年》），又或言其征有扈（即顾，在今河南原武），《墨子·耕柱》并言及“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以上西河、有扈、昆吾皆在今河济之间，是启居于濮阳一带亦属可能。太康所居的斟寻，我们考证它在今豫东北与山东交界的范县至曹县之间，也近于濮阳。总之，夏初所都，或在濮阳，或在其附近，这与我们现在论定的禹都阳城即濮阳的说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四、对于阳城建造的推测

禹都阳城既然是一座城，这就牵涉到它是何时建造和由谁建造的问题。从古代传说和现今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似乎可以认为它的建造就在禹以前不久的龙山时代的晚期，而它的建造师则当是禹的父亲鲧。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我国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古城堡来看，它的产生时间多数都早不过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的中、晚期。如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建造年代为距今4355±175年，登封王城岗的建造年代为距今4000±65年。这与我们推测的禹都阳城的建造时间是很接近的。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传说也把城郭的发明者归结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鲧。古文献如《吕氏春秋》《世本》及《淮南子》都谈到鲧作城郭的事，说明这是古人一致的看法。当然，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来，像城郭、宫室这类建筑都应当是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并且是由简单的夯筑工艺渐次发展而来的，将其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发明未必合适。但是，我们也不能指责古人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如果把鲧当作那一个时代及使用城郭的那一带居民的代表，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古人会选中鲧作为城郭发明者的代表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鲧治洪水的故事谈起。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主要就是以河济地区（即古兖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正是传说中的尧舜禹部落联盟生息繁衍的故居地。当年，鲧始受命担任治理洪水的总揆，这决不是偶然的。一则，因为鲧禹所在的有崇氏部落适当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鲧为了本部落人民的安全，自然积极承担起这项治理洪水的重任。其次，众人之所以推举鲧出来担任这一关系全体部落联盟居民安危的使命，亦是基于对他的领导治水的能力的某种信任，因为他在领导部落人民对洪水的斗争中毕竟积累起了一些经验。这经验不是别的，正是许多书上谈到的“土堙”的办法，即用筑造堤防的方法来挡住洪水的浸袭。诚如学者指出的，筑造堤防与筑造城墙，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堤防亦须夯筑，不过是将夯筑的四方形的城墙伸展为沿河的长堤而已。因而有关鲧用堤防堙治洪水与鲧作城郭这两项传说，正可以相互发明和相互补充。由此来看鲧发明城郭这项记载，就当是其来有自的了。
[bookmark: _GoBack]过去，大家在提到鲧作城郭的时候，多数都忽略了鲧筑造城郭的这一层意义。按古人筑造城郭的目的，自有防御敌对部族侵袭的意义，但亦同时具有防止洪水浸袭的意义，尤其是在河流纵横的广袤的平原地区，其防止人们被水飘没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历史上，利用厚实的城墙抵御洪水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公元前485年的赵襄子利用晋阳城挡住了智伯引汾水对赵氏的淹没。据说当时城墙只高出洪水三个版筑，但仍巍然屹立（《史记·赵世家》）。赵氏由此转守为攻，并因而联络韩、魏二家灭掉了智氏。近时人们熟悉的，则有1991年河南安徽一带发生特大洪水时，安徽寿县民众在洪水的围困下，依靠寿州古城的保护，照常安居乐业的例子。报载这次洪水在城北距离城头也只有一两米高，可城内居民在此洪水的围困下居然安全无恙地度过了七八十天，直至洪水退去。由是，我们又可以想到淮阳平粮台发掘的那座与鲧的年代相差无几的古城。它处在广漠的豫东平原上，不仅拥有高而厚实的城墙，而且整座城堡还坐落在一个三至五米高的土台上（现时发现的中原一带的古城差不多都营造在这样的土台或土丘之上），其具有防止水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联系上述实际例子，我们认为鲧作为城郭的发明者，在其故居常常遭受洪水威胁的情况下，建造起这样一座城郭来保护本部族的居民，当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由于河济地区日后屡遭洪水淹没，当地许多古代遗迹被淤埋于地下，以致使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当年鲧所修建的这座濮阳古城的遗迹，但我们相信，它的存在是必无疑义的。从现今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目前在濮阳的南面已发现有淮阳平粮台和偃城郝家台两座古城；在它的西北，也发现有安阳后冈的古城；在其西南，则有辉县孟庄的古城；其东面，更有近日发现的山东阳谷和茌平县的龙山至商周时期的古城群。以上几处古城，都距离濮阳不远。尤其是山东阳谷景阳岗发现的古城，时代与鲧禹生活的年代最为近似，地点亦最接近濮阳，两者相距不到100公里。报纸上说，这座龙山时代晚期的古城南北长约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330米，中部宽约400米，全城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古城。在它的附近，还发现了数座面积较小的龙山文化城，以它为中心构成一组城址的群落。此外，经初步勘探，在与阳谷毗邻的茌平县又发现一组由五处古城构成的另一龙山文化城的组群，其中最大的面积亦达33万平方米。
有关专家指出，像这样集中且又是成组群地发现的龙山时代的文化城，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他们认为，这种组群式的龙山文化城，地处冀豫鲁交汇这一古史发展极为重要的舞台，对研究我国古代国家的产生、文明的起源，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专家们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他们将这次发现的龙山古城置于豫鲁冀区系文化中的见解，与我们的论点可谓不谋而合。翻阅历史地图即可发现，所谓冀豫鲁区系文化正处在古河济之间的位置；时值龙山文化晚期，也正与尧舜禹的时代相当；要说这一地区孕育出来的古代国家，则非我国古史记载的虞、夏王朝莫属。而这里发现的古城，应当就是虞、夏王朝（或尧舜禹部落联盟）所属的各部落（或氏族）聚居的中心。其中的阳谷古城址的所在与夏后氏的同姓斟灌（在今河南范县）、有莘（在今山东莘县）更相毗邻，或许它就是这两个族氏之一所建造的古城邑。有鉴于此，我们何得谓同处冀豫鲁交界地区的古濮阳不会有鲧所修建的古城呢？目前，包括冀南、豫北地区对于龙山时代的考古发掘尚未大规模展开，但愿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会揭开濮阳古城上面覆盖的厚厚的淤泥层，使这座中国最早王朝的都城能重新呈现在探寻夏文化的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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